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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台湾通史》在台湾的评价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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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台湾学者连横于 1918年著成的《台湾通史》一书，百年来在台湾经历了微妙的评价变
迁，从过去国民党当局统治时期的一致追捧，到现在民进党执政时期的非议四起。《台湾通史》在
台湾的评价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变迁，一方面是由于时代发展与学术研究进步的因素，另一方面还
受到了“台独”势力在历史文化领域推动“去中国化”图谋的深刻政治影响。这是我们重新审视该
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时应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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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台湾学者连横历经 10年辛劳，终于著成《台湾通史》一书，并于 1920 年起正式在台湾
出版。全书共 36卷 60 余万字，记录自隋大业元年(605 年)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近 1300
年间史事，是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台湾史著作，填补了当时史学界的空白。在台湾为日本割占的历史
背景下，《台湾通史》所表现出的鲜明中国国家意识和民族史观，成为该书的一大特点。1945 年台
湾光复，《台湾通史》开始通行海峡两岸，受到高度评价。1949 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台湾通史》
更是确立了其在台湾史学界的崇高地位，成为研究台湾史必备必引之书，数十年中不断再版发行。
书中的部分内容还被选入台湾教科书，其影响可谓广泛而深远。
不过，自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情况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原先对《台湾通史》最为热捧的
台湾，不断涌现出对该书的批评与质疑，乃至有盖过赞誉之势。起初，外界针对的尚只是《台湾通
史》中的学术错误，而少有人否定其思想价值。可时至今日，该书的史观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甚
至被树为反面典型。有人公开点名批评《台湾通史》是“典型的汉人史观”，“我们只会用强势族群
的角度来书写历史”，并为此向台湾少数民族“道歉”。台湾方面又以《台湾通史》序言中“开山抚
番”等用语“歧视原住民”为由，将其从高中课纲中删除。前后评价如此的反差，原因为何?我们究
竟应怎样看待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值此《台湾通史》问世百年之际，本文尝试就这些
问题进行讨论分析，以求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向先贤致敬。
一、《台湾通史》过去受到高度评价的原因———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台湾通史》之所以享盛誉数十年之久，个中原因虽然并非三言两语便可概括，但终究不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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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的内容与价值，无论是从学术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
(一)《台湾通史》在学术上的价值
从史学角度上看，《台湾通史》这部著作的问世，便是其一大价值。它是第一部由台湾人撰写
的、描写台湾历史的通史类著作，担当着填补学术空白的先行者角色，为后人进一步详细研究台湾
历史、尤其是整体性地研究台湾历史开辟了道路。而从其内容与视角上看，《台湾通史》相比过去
史家也有着明显的创新与进步。之前学术界对该书史学价值的肯定，主要针对两大方面:
一是对台湾民众历史活动的详细描绘。清代台湾方志，多依照封建社会旧式体例，从官方视角
出发，围绕着王侯将相士大夫的活动书写历史。连横则打破了这一惯例，大胆地将普通民众的活动
作为描写的重点之一，“故此书各志，自乡治以下尤多民事”。［1］徐珂(徐仲可)也认为该书“知民为
邦本，非民则国曷以立，故于民生之丰啬，民德之隆污，详言之。视昔之修史徒重兵、刑、礼、乐者，何
如耶”?［2］更加可贵的是，《台湾通史》对于这些民众活动，特别是对大陆移民不畏艰险、渡海开发台
湾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热情颂扬他们“抱坚毅之气、悬必死之心”，“入其地，辟其土，利用其
物产，勇往不屈，险阻备尝，用能以成今日之富庶，其功业岂可泯哉?”［3］邓孔昭指出:“他能够充分
肯定汉族先民开发台湾的历史功绩，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已为同时代
乃至后来的许多史学家所不及。”［4］
二是对郑成功和明郑政权历史定位的重新评价。旧史书大都站在清朝统治者立场，对于反清
的郑成功和明郑政权，“竟以岛夷海寇视之。乌呼，此非旧史氏之罪欤!”［5］而《台湾通史》则对郑成
功给予非常正面的评价，在卷一《开辟纪》中详细记载了其驱逐荷兰殖民者，使“台湾复为中国有”
的过程，将此作为他的一大历史功绩，认为“延平入处，建号东都，经立，改名东宁，是则我民族所肇
造，而保守勿替者。然则我台人当溯其本，右启后人，以毋忘筚路蓝缕之功也”。［6］该书卷二《建国
纪》和列传部分则进一步介绍了明郑政权及其人物的事迹。“当时，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还不够
重视，可以说，《台湾通史》在重新评价郑成功方面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7］而对郑成功之父郑
芝龙，该书也为其列传，肯定其与颜思齐招抚移民开发台湾的贡献，有学者指出这是台湾学术界郑
芝龙研究之始。［8］
除此之外，个人认为《台湾通史》的史学价值，还在于进一步拓宽了台湾史研究的视野，将清代
以前的台湾历史问题呈现在后人眼前。
在《台湾通史》之前，国内史籍对清代以前的台湾历史大都只有零碎的记录，也没有学者专门
进行研究。连横对此状况十分不满，在《台湾通史》序言中说:“旧志误谬，文采不彰，其所记载，仅
隶有清一朝，荷人郑氏之事，阙而弗录”。［9］因此他在全书开篇单列一卷《开辟纪》，对台湾早期历史
进行描述，内容完整，条理清晰，这是一大进步。虽然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如黄玉斋(笔名汉人)
在 1925年编撰的《台湾革命史》自序中便认为“这部书开卷的开辟纪好像一部神话史，连一点考据
的工夫也没有的!”［10］但这并非确实之语。诚然，《开辟纪》中对隋代之前的大段描述，如有关瀛
洲、岱员、东鳀等内容，均属传说性质，难以考证真伪，甚至无法确定其指的就是台湾。［11］但连横此
举并不代表他就采信这些记载，只是由于时代条件所限，对隋代之前的台湾，基本难以取得可靠的
史料记录。该书凡例开头便明言“此书始于隋大业元年”，换言之，隋代以前之事，实际上并不在该
书记载的信史范围之列。但既以“通史”为名，自应“追溯于秦、汉之际”，加上“顾台湾前既无史，后
之作者又未可知”，所以连横才本着“宁详毋略，宁取无弃”的态度，［12］将早期史料记载中可能与台
湾有关的部分逐一列出，以备后人研究参考。而对隋代之后的内容，如陈棱经略澎湖、流求等事，作
者在引用时亦有考据。《开辟纪》末尾更是单列一段，考据“台湾”之名由来，对于不确定之论，则以
“或曰”称之，以备一说。［13］以现在观点来看，《开辟纪》在考据上有许多欠缺，但绝非毫无考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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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史”，更无法掩盖该卷的进步价值。
《开辟纪》对早期台湾史的一些描述和观点，所引用的一些史料，是前人所未重视、未提及的，
推动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清代史籍出于对早期台湾历史认识的缺乏，加上为了夸耀康熙皇帝将
台湾收归版图的功绩，多忽视其史上与大陆之往来，而称其“孤悬海外，历汉、唐、宋、元所未闻
传”。［14］而《开辟纪》中详载了隋代以来大陆官方、民间与台湾之联系，明代以后荷兰等外国势力侵
据台湾之过程，最后以郑成功收复台湾作结，填补了过去记载的不足。而且，《开辟纪》中甚至提及
郑成功出兵收复台湾时，曾对荷方发出过“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
当归我”的宣言，堪称振聋发聩之语，为其他史料之所未载。一些台湾学者如倪仲俊等便怀疑这是
连横自己的加工创造，目的是塑造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光复中国故土的形象。［15］不过，从当年荷方
的第一手资料中却可以找到这一言论的佐证。邓孔昭的《台湾通史辨误》一书引用原荷兰台湾长
官揆一所著回忆录《被遗误的台湾》(署名 C·E·S)中的记载，说明郑成功曾告知荷方“该岛一向
是属于中国的，在中国人不需要时，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
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主”。［16］而近年来出版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官方档案《热兰遮城日志》
更是完整记录了郑成功写给揆一的书信内容，当中称“这两个滨海之地(指澎湖群岛与台湾)的居
民都是中国人，他们是自古就已据有此地，并在此地耕种的人。……您阁下也当知道得很清楚，还
要继续占据别人的土地(那个原本属于我们的祖先，因而现在属于我的土地)是不妥当的”。［17］此
外，《开辟纪》记载的战争期间荷方派克拉克(原文作郭冷谷)取代揆一(原文作鄂易度)之职，前者
至台湾后又惧而逃往日本一事，包括其“远望红旗，而港口又郑舰云集”等细节，均与《被遗误的台
湾》中相关内容高度相似。［18］可见，连横之言确有所本，而且参考的很可能是荷兰方面的史料，有人
质疑其“不识西国字”，［19］未见为真。因此早在百年之前，《台湾通史》便已关注起前人所未重视的
早期台湾史领域，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各种开创性的观点，并且开始在研究中引入荷兰等外国的史
料，这一切都走在国内台湾史研究的前列。所谓《开辟纪》固为台湾、台湾历史的开辟之意，然亦是
对台湾史研究之开辟，这也是《台湾通史》的重要史学价值之一。
(二)《台湾通史》的现实意义
除重要的学术价值之外，当年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政治情势，也给了《台湾通史》脱颖而出、受到
社会各界普遍推崇的机遇。1920年《台湾通史》在台湾出版后，因为当时还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并未立刻产生广泛影响。台湾著名学者杨云萍承认:“在日据时代，是没有人谈连雅堂的，因为多
数人是不关心他的，也有一点忌讳。”［20］此后，连横与其子连震东又转赴大陆推介此书。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随着二战战事的胜利进展，国民政府逐渐将光复台湾提上议事日程。但自 1895 年台湾
被日本割占后，两岸分隔长达半个世纪，严重限制了大陆方面对台湾的了解。所以无论是国民政府
还是学术界，都迫切希望搜集相关资料，以便为光复后对台湾的治理和研究做准备。在这种情境
下，《台湾通史》的现实意义显现出来，开始为世人瞩目。
当时，大陆有关台湾、台湾史的资料相当稀缺，更不用说是具备专业水准的学术著作。如徐炳
昶所言:“今日故土恢复在即，吾国人对斯土千余年之经历，亟宜有所研讨以备来日之鉴戒，而有关
之典籍文献殊未丰富，识者憾之。”［21］因此，《台湾通史》的丰富内容，对大陆方面来说无异如获至
宝。而且该书所蕴藏的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也能成为战后在台湾“拨乱反正”、清除日本殖民时
期对台湾人民思想同化影响的有力武器。张其昀便认为:“一部《台湾通史》，其势力超过于日本全
部陆海空军，因为日本军队只能占领台湾的土地，而不能征服台湾的人心。雅堂先生的大著，发扬
爱国思想，唤醒民族灵魂，把明郑以来二百多年反抗异族、争取自由的光荣历史，作系统的记载，使
革命的炬火，辉煌地照耀着。”［22］所以在连震东的大力协助下，大陆方面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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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的重排出版工作。1946、1947年，商务印书馆先后在重庆与上海再版《台湾通史》，张继、徐炳
昶等社会知名人士亲自作序，并积极向外宣传。商务版《台湾通史》的面世，使这部史学名著为大
陆各界所知晓，极大地提高了其社会影响与评价。
二战结束后仅四年，国民党便在国共内战中惨败，退守台湾。这一重大形势变化，反而赋予了
《台湾通史》新的现实意义，从而奠定了它在台湾登上声望巅峰的基础。国民党失去大陆之后，一
直不甘失败，转而经营台湾，余图反攻。为了凝聚台湾民心士气，国民党当局急需在思想学术领域
为自己寻求理念支持，以证明其统治的正当合法性。《台湾通史》高度评价郑成功和明郑政权对台
湾的收复和经营，赞扬其延续明祚、坚持反清斗争的精神，视其为“中华正统”。这种立场鲜明、振
奋人心的史观，正好可以成为国民党当局以古喻今的最好宣传工具。加上这还是一部由台湾人自
己撰写、讲述台湾自己历史的学术著作，在笼络台湾知识分子、缓和“二二八事件”后尖锐的省籍矛
盾方面亦能提供相当助力，所以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大力推崇。1950 年 3 月 25 日，蒋介石亲自下
令，对连横进行褒扬:
台湾故儒连横，操行坚贞，器识沉远。值清廷甲午一役弃台后，眷怀故国，周游京邑;发愤
著述，以毕生精力勒成台湾通史，文直事赅，无愧三长，笔削之际，忧国爱类，情见乎辞，洵足以
振起人心、裨益世道，为今日光复旧疆、中兴国族之先河。追念前勋，倍增嘉仰;应予明令褒扬，
用示笃今先贤、表彰正学之至意。［23］
其中“洵足以振起人心、裨益世道，为今日光复旧疆、中兴国族之先河”之辞，足以见当局推崇
《台湾通史》之真意。在当时台湾高压统治的环境下，蒋介石既已为该书定性，其后发展自然不问
可知。同年 6月 28日，连横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会在台北举办，张其昀、方豪、傅斯年等多位知名学
者出席，对连横与《台湾通史》予以极高赞誉，为台湾学术界给出了评价基调。在当局与学术界的
一致大力推崇下，连横逐渐套上了“最伟大的台湾人”“台湾文化界第一人”等各种光环，他从一位
默默无闻的台湾文化人，在病逝十几年后，陡然成为台湾文化的标志性人物。［24］其代表作《台湾通
史》更是风行台湾，数十年来再版多达十余次，书中的序言与《丘逢甲传》等亦被台湾广大初高中教
科书节录，成为对下一代传唱的经典。［25］
然而，这种推崇背后浓厚的现实意义考量，也让对《台湾通史》的相关研究变了味道。与连横
私交甚好的杨云萍便曾坦言:“现在不同了，谈连雅堂就是爱国，甚至可以用谈连雅堂的名义来申
请经费。”［26］可见在当时的台湾，对连横和《台湾通史》的推崇已明显超出了学术范围，而上升为一
种“政治正确”，乃至成为一些人谋利的工具。诚然，《台湾通史》有着优秀的学术价值，然而连横当
年之所以著此书，不仅是想打造一部填补学术空白、开拓台湾史研究新领域的高水平著作，还是为
了防止随着旧史籍的散失，“台湾三百年来之史，将无以昭示后人”，因此记载“纵横上下、巨细靡
遗，而台湾文献于是乎在”，［27］以便留存宝贵的史料，为后人在该书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考辨打下基
础。而台湾方面出于现实政治目的，对《台湾通史》的评价几乎“一面倒”，使其成为大众吹捧而不
是研究的对象，这不但让该书承受了不应承受的过度赞誉，更违背了连横的本意。
也正是由于台湾国民党当局对《台湾通史》的推崇和利用，同一时期该书在大陆地区便显得较
为敏感，相关研究讨论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两岸在对待《台湾通史》的态度上所呈现出的这种微妙
的温度差，一直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直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状况才开始发生转变。
二、《台湾通史》评价转变的背后———史学发展与现实政治变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对《台湾通史》的评价风向开始逐渐转变。尤其是在台湾，原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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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该书的负面评价之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甚至连台湾地区领导人都加入了
对《台湾通史》的公开批判行列，与当年该书在台湾受到的推崇形成了鲜明对比。所谓无风不起
浪，对《台湾通史》的评价转变，实质上是史学发展与现实变化的集中反映。
(一)史学发展与《台湾通史》的学术缺陷
《台湾通史》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具备优秀的学术价值。它叙述台湾史的方式和内容、所表现
出的历史观念和思想精神，在当时都可谓划时代的。连横曾自负地宣称“三百年来无此作”，［28］并
非纯粹吹嘘之语。但是，这并不代表该书没有明显的缺陷。连横自己也承认:“顾修史固难，修台
之史更难，以今日而修之尤难。”在台湾当时的条件下，连横撰写该书，无论是史料搜集还是寻访考
据都面临着相当大的障碍，［29］同时他还需兼顾报社工作，只能靠业余时间修史。这些客观条件上
的重重限制，加上连横为求保存相关史料，有时“宁详毋略，宁取无弃”的风格，导致在《台湾通史》
中存在着大量的错误，“有些是连横未经考证，引用了前人一些错误的记载而造成的，有些则是连
横在史料不充分的条件下加上主观臆测而造成的，有些则是一时的笔误。”［30］在过去台湾史研究尚
未充分发展起来的情况下，这些错误可能还不太容易被发现。但随着史学发展的日新月异，有关台
湾史研究的新史料、新方法、新成果层出不穷，当代学者所能享受到的研究条件，早已远远胜过连横
当年，这也使他们得以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对《台湾通史》的内容进行重新审视。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由于国民党当局高压统治的逐渐松弛，社会言论走向多元化，台湾学术
界对《台湾通史》的研究变得更加自由。就在同一时期，两岸之间的敌对状态也大为缓解，为大陆
方面《台湾通史》研究工作的起步提供了契机。随着两岸对《台湾通史》的研究走向深入，该书中存
在的错误开始逐一呈现。单是 1990年大陆学者邓孔昭著成的《台湾通史辨误》一书中，所考据出
的各类错误便多达 600余处。而 1990年至今，又已近 30年矣，在此期间台湾史研究发展进步之大
可想而知，台湾学者新发掘出的有关荷据时代台湾史的史料便有《荷兰人在福尔摩沙》(东印度事
务报告)、《热兰遮城日志》(全四册)、《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目
前已出版五册)等等，而且多为详实可信的外国第一手原始档案，是连横当年不可能有机会接触
的。在各种新史料、新成果的冲击下，《台湾通史》中被发现的错误只会越来越多，这自然会让外界
对它产生各种批评。
另一方面，无论是怎样优秀的作品，都无法摆脱时代与立场的局限，《台湾通史》自然也不例
外。《台湾通史》成书于百年前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时代，对唤醒台湾人民、摆脱外族侵占压迫的
渴望，决定了连横在写作时主观上所秉持的鲜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
精神财富。但既然是“主观性极强之史书”，［31］也不可避免地会在历史叙述上留下缺陷，这一点也
已经为当世史家所认识。
如今学术界所指出的《台湾通史》中的思想局限，主要是其对中国国家民族概念的较为狭隘的
界定上。为了对抗异族(指日本)占领，连横在书中极力颂扬汉民族主义。在该书看来，中国乃汉
民族之国，台湾乃汉民族之土地。这在当时固然能起到强大的激励作用，但这也影响到了其对清朝
的看法。虽然清朝作为中央王朝统治台湾长达 200余年，也取得了诸多成就，但由于它本就是以少
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广大汉族，加之甲午战败后又割让台湾，坐视台民抗日斗争孤立无援地失败，
所以连横在思想上对其强烈排斥，认为明郑政权才是延续明祚的中国正统，在台湾“凡三世，三十
有八年”，直至清朝统一台湾，“而明祚亡”，并在书中将这段历史称为“建国纪”。［32］邓孔昭认为:
“《台湾通史》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对清朝的统治采取蔑视和不承认的态度”，这是在研究历史时
强调汉民族主义的局限性。［33］这种局限性导致其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不够重视，“在他的著作
中，缔造历史的‘民众＇指的主要是汉族先民，没有包括台湾的土著族民众，有些地方甚至还把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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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民众作为汉族民众的对立面”，［34］从而成为如今台湾某些人用以攻击该书的口实。
最后，个人认为，台湾当时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通史》为了顺利出版，被迫在内容上做
出一定妥协，这成为该书的又一学术缺陷。这看似是个矛盾的话题，因为此前学术界对《台湾通
史》的一大赞誉，便是它不畏殖民当局高压，旗帜鲜明地表达出了民族立场和爱国精神。但我们必
须看到，既然日本殖民者并非“开明”之辈，《台湾通史》欲在其治下出版，又如何能不因审查而在内
容上做出取舍?所以连横撰写该书时，便特意以 1895 年割台作结，“自从日本割了台湾后，一字也
没有再讲了。”这成为该书学术上的一大缺憾。［35］即便如此，《台湾通史》依然受到了当局的全面审
查。1920—1921年该书首次由台湾通史社出版时，其目录列出的部分内容，如“凡例”与“自序”，实
际上未在正文中出现，疑因未能过审。［36］该书卷四以“独立纪”为名，记载“台湾民主国”抗日斗争，
因殖民当局不满而改名“过渡纪”。［37］而位于全书开篇、审查时首当其冲的《开辟纪》，内容中更是
隐约可见因殖民当局因素而做出改动的痕迹。凡是中方原始史料中涉及到日本的记载，书中引用
时一律将“倭”改为“日本”，将“夷”改为“国”，而对荷兰等其它国家则依然以“夷”称之，差别对待
十分明显。更重要的是，对 16、17世纪日本图谋入侵台湾的行为，书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其粉饰为
“经略”甚至“为国雪耻”。［38］这当中最为典型的一例就是对“滨田弥兵卫事件”的描述。
“滨田弥兵卫事件”，是指 1628年日本人滨田弥兵卫挟持荷兰台湾长官纳茨，逼迫其向日方屈
服的事件。日本占领台湾后，为了政治需要，积极宣传其与台湾之间的“历史渊源”，论时间可以追
溯到近 300年前、又以日方胜利告终的“滨田弥兵卫事件”，自然是其理想的材料。于是日方着力
塑造滨田的“英雄”形象，称其当年之举是因为日本人在台湾、澎湖遭受荷方欺压，他奉日本长崎代
官末次平藏之命洗雪国耻，显示了无比的“大和武勇精神”，欢呼“300 年前我同胞为国拼命奋斗的
舞台———台湾，终于成为我国领土”。［39］而《开辟纪》中对事件起因的描述，也基本采用日方说法，
强调“当荷人入台之前，日本人已先在此”，荷方却向日人征税，又欺辱末次平藏在先，以显示滨田
为国雪耻的“正当性”，赞其“素负勇侠，慨然许之”，“自是日人之势力始震于台湾”。［40］
但是，其实早在 1626年，滨田就以末次平藏手下商船船长的身份来到台湾，并实施了一场与事
件关系密切的阴谋———在他的诱骗下，16 名台湾少数民族居民于 1627 年搭乘其船只前往日本，由
末次平藏引荐给德川幕府，宣称“自愿”将台湾置于日本统治之下，上演了一出“台民献土”的闹剧。
这让荷方意识到日本对台湾的野心，并与滨田结下深怨。［41］而当 1628 年滨田再次来到台湾时，又
带来了大批全副武装的人员，荷方对此自然如临大敌，决定将其扣留。［42］滨田被困多时后，终于图
穷匕见，遂挟持纳茨以归国。事件发生后，日本当局在末次的煽动下大动干戈，切断了与荷兰的贸
易往来，进而要挟其交出台湾:“日本人要求说，如果我们(指荷兰人)想要释回我们的人员、船只与
货物，跟以前一样平安住在日本贸易，继续保持与皇帝陛下的友善关系，就要把热兰遮城堡及其附
属建筑物移交给他们，或将那些城堡与建筑物拆毁，离开大员，否则，他们就要用武力来攻取，把我
们打败。”［43］只是由于后来日本国内局势的变化，这一计划才未能实现。
可见，在“滨田弥兵卫事件”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日本夺取台湾的巨大阴谋，滨田便是重要执
行者。［44］然而日方在宣传中掩饰了这一切，将一场日荷侵略者之间争夺台湾的事件，歪曲成日本人
为国雪耻的“义勇之举”。《台湾通史》成书的年代，正值日本政府正式追赠滨田从五位品衔(1915
年)、［45］开始大力塑造其形象的时期，而该书中隐含的思想内容本已非殖民当局所乐见，如果再在
某些历史叙述上公开与官方宣传“唱反调”，后果可想而知，正如连横所言:“索居台湾，文网周密，
不无投鼠忌器之感。”［46］为了让自己费尽心血著成的《台湾通史》一书能够顺利出版，连横不得不
对该书的部分内容和形式进行修改，做出一些迎合日本殖民者的妥协。［47］虽然这不至于动摇该书
传承历史文化、宣扬国族精神的大局观念，但毕竟在客观上损害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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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台湾通史》逐渐暴露出的各种学术缺陷，两岸学术界表现出了不尽相同的态度。大陆自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台湾通史》相关研究，其显著特色便是将最基本的史实考据作为研究起
点。毕竟只有充分掌握该书的内容与史实之间的关系，才能有的放矢地进一步深入研究，全面分析
评价其优点和缺陷。以邓孔昭、杨彦杰等为代表的大陆学者，针对《台湾通史》中的内容进行了大
量考订和辨误。［48］邓孔昭《台湾通史辨误》一书的出版，便是相关工作成果的集中体现。大陆学者
对《台湾通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没有经历过像台湾那样过度推崇该书的阶段，所以同
样站在当代史学发展高度的基础上，他们能够以较为平和的心态看待《台湾通史》的学术缺陷，做
出相对客观的评价，在批评该书在引文、体例、史实等各方面均存在许多不足的同时，肯定其“是一
部闪烁着爱国主义光辉、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历史巨著”。［49］
相比之下，《台湾通史》过去在国民党当局统治下所享受到的崇高地位待遇，也是其现在在台
湾受到更多学术批评的原因之一。在日益开放的环境下，台湾老一辈学者不必再顾忌国民党方面
的反应，开始越来越多地评论起《台湾通史》的缺点。而后进们多从小就闻知《台湾通史》大名，然
而等他们步入学术殿堂，以今日史学水平标准去衡量该书时却发现诸多问题，自然会大失所望，有
“名不副实”之感。国民党当局当年对连横与《台湾通史》的政治化追捧，反而成为了如今台湾学术
界反弹的动力，他们将对《台湾通史》所受过度赞誉的不平，转化为对该书的不满与抨击。有人甚
至宣称“一本错误百出的‘通史＇书籍，能得国共两党长期的垂青，也可见政治力量如何干预通史著
作了”，不屑之情溢于言表。［50］这种否定《台湾通史》价值的倾向，显然有矫枉过正的成分在内。不
过，如今台湾的这种“矫枉过正”，并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原因，背后同样有政治力量的干预，带有相
当浓厚的现实意味，正如当年对该书的刻意追捧一样。
(二)台湾现实政治变化的影响
20世纪 80年代后，台湾社会思想言论日益自由开放，但这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之前
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无立足之地的“台独”势力，逐渐在台湾发展起来。为了实现其目的，“台独”
势力急欲建立起一套思想体系，以便将“台独”理念植入到历史文化领域当中，对台湾人民进行潜
移默化的改变。而以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等为代表的史书，在历史叙述中大做手脚，积极鼓
吹所谓“台湾自古不属中国”的“台独史观”，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另一方面，对于本应与“台独史观”毫不相容的《台湾通史》，“台独”势力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进
行攻击，相反还经历了一个企图对其加以利用的阶段。毕竟《台湾通史》作为国民党当局数十年来
大力推介、享有崇高声誉的历史著作，其社会影响力不可忽视。如果能“解读”出该书实际上含有
“台独史观”，势必可以成为最好的“台独”宣传工具。所以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当学术界已经开始
对《台湾通史》中存在的问题产生质疑时，有些人却从“台独”的层面出发，对该书的体例和某些篇
目标题大加“肯定”。1994年，台湾民进党“立委”林浊水便公然宣称只有国家才有“史”，连横著
《台湾通史》说明他视台湾为“国家”，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建国纪”和“独立纪”，写的就是台湾如
何“独立建国”。［51］1999年，陈其南又发表《文学、史学与台湾意识》一文，强调“以‘通史＇为名者应
该是一国之史，是否在连横当时的思考中已经明确将台湾视为一国?翻开这本通史著作，赫然可见
‘建国纪＇一章，这是几乎不可能被误读的安排”，甚至指责学术界一直刻意忽略《台湾通史》中蕴含
的“台独意识”，［52］俨然有“拉大旗作虎皮”，将连横与《台湾通史》奉为“台独”理念先祖之势。
然而，谎言毕竟不能掩盖真相，连横寄予《台湾通史》中的鲜明中国国家民族意识，以及他对台
湾归属中国的坚定认知，在书中的例证俯拾皆是，绝不可能被史家所忽略。所以前述言论一出，立
即遭到了学术界的强烈反驳，朱天顺、邓孔昭等学者本着专业负责的学术态度，以大量《台湾通史》
原文与连横本人言论为依据，证明了种种牵强附会的“台独式解读”之谬误。［53］倪仲俊也认为，连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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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通史》中的国族想象，乃“台湾人，中国人也”，与“台独”势力所欲建构的“台湾国家民族概
念”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54］经过这几番辩驳，“台独”势力也对《台湾通史》的意涵有了更加深刻
的理解，认识到该书非但不能为其所用，反而会成为在历史文化领域推行“台独”的一大障碍。《台
湾通史》中“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等义正词严、铿锵有力的叙述，无不震
慑着“台独”分子的心灵，使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而随着台湾现实政治局势的变化，他们终于等
来了时机。
2000年，民进党首次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从而得以利用官方力量，自上而下地强行
推动以“去中国化”为核心的“文化台独”路线。而“去中国化”具体到历史领域，就是在历史宣传教
育上大做文章，打着突出“台湾历史主体性”的旗号，大肆删减当中的中国史篇幅，加强“台湾史”教
育。2007年，台湾地区高中正式启用新版历史教材，教材不但将台湾史从中国史分割出去，更不再
对中国使用“我国”“本国”等称谓，以打造“台湾不属中国”的历史观念。在民进党长达八年的执政
时间内，“去中国化”之风吹遍台湾社会各界，即便 2008 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也未能清除其影响。
2016年民进党再次上台后，历史领域的“去中国化”现象又有了进一步发展，2017 年的台湾新版历
史课纲草案干脆取消了单独的中国史部分，将其并入东亚史中，而且对台湾史的论述也做了大规模
调整，抛弃原先的台湾早期历史叙述方式，贬斥其为“汉人中心史观”，而以“台湾原住民族中心史
观”取而代之。课纲草案将台湾少数民族称为“原住民族”，“台湾的主人”，并不再使用过去那种区
分荷兰和明郑统治时期的叙述方式，而是全部归入到“十六、十七世纪东亚海域的各方势力”中，混
淆大陆人在台湾建立的政权与外国对台湾的殖民侵略的区别，一律定性为与“原住民”相对的“外
来者”。［55］而且在公开宣传中渲染这些“外来者”对“主人”的“压迫掠夺”，以建立中国与其它外国
一样，自古就与台湾相互对立的历史印象，培养台湾民众对祖国的排斥和敌视心态。
可见，这种历史叙述的主导思想，与《台湾通史》蕴含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甚至可以说前者
的推出，正是出于对抗乃至打倒以《台湾通史》为代表的著作所尊奉的中国国家民族史观的目的。
多年来实施“去中国化”步骤的“成效”，加上民进党官方力量的支持，让“台独”势力自感羽翼已丰，
开始向《台湾通史》发起全面进攻，企图抓住该书的某些缺点，以为台湾少数民族“发声”为借口，将
其由当年国民党治下的“政治正确”，反攻倒算为如今的“政治不正确”。2016 年 8 月 1 日，台湾地
区领导人在发表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讲话时，便公开指责《台湾通史》所奉行的史观是无视台湾少数
民族的“汉人史观”，其所推崇的郑成功、明郑政权与荷兰殖民者一样，都是剥削屠杀台湾少数民族
的“外来政权”，必须为此向台湾少数民族“道歉”，从而为《台湾通史》的评价定下了另一个“基
调”。所以当 2017年的台湾新版高中课纲草案在对历史教材进一步“去中国化”的同时，又以涉嫌
“歧视原住民族”等“罪名”，将《台湾通史》序言剔除出语文教材内容，也就是一脉相承、顺理成章之
事了。对《台湾通史》的打压与批判，早已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台独”势力的“去中国化”图
谋已经进展到相当阶段的体现，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三、结语:百年来《台湾通史》价值的变与不变
《台湾通史》是一部走在时代前列的历史著作，它引用的许多资料，提出的许多观点，在当年可
谓弥足珍贵。随着时代的变迁，史学的进步，这些东西必然会逐渐被新发现、新成果所取代超越，从
而降低了它们的价值。不过这是历史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不能磨灭该书在开拓台湾史研究领
域上所做出的贡献。诚然，《台湾通史》存在着相当多的缺陷，有学者对其不满亦可理解。但这些
缺陷多为过去时代条件局限所致，若以当代学术标准和思想观念去苛责百年前之旧作，又何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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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睁大双眼、臧否先贤的同时，也必须想到自己之所以能有今日之视野，正是站在了先贤的肩
膀上。
何况，《台湾通史》的内容可能会过时，但是其内容散发出的某些精神却永远不会褪色。该书
所流露出的两岸人民同宗同源、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以及视台湾为中国领土，向往祖国统一的爱
国情怀，对于激励当年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人民有着重要意义。百年来，台湾的时代环境已
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过在两岸统一尚未完成的今天，《台湾通史》依然有着突出的现实价值。
正如连横所言:“夫史者天下之公器，笔削之权，虽操自我，而褒贬之旨，必本于公。”［56］“国可灭，而
史不可灭。”［57］其所指之“国”，非台湾之“国”，乃中国之“国”;其所载之“史”，非只台湾之“史”，亦
是台湾如何归属于中国之“史”，也正是某些人、某些势力所欲湮没之“史”。但不管是过去的日本
殖民者，还是现在的“台独”势力，其湮没台湾真实历史、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都注定无法
得逞。这正是《台湾通史》百年来不变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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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aluation Change of“the General History of Taiwan”
———Also on Its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Chen Si
Abstract:The book“AGeneral history of Taiwan”written by Taiwan scholar Lian Heng in 1918 has undergone a
subtle change of evaluation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from the admiration by the KMT authorities in the past to the
criticism by the DPP now in power． The reason for the change of evaluation of the book lies in not on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progress of academic research，but also the deep political influence by the“Taiwan independence”forces
in their scheming of“de－sinification”in the field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his is w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when we re
－examine the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book．
Key Words:Ageneral History of Taiwan，Taiwan，academic value，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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